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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城市病: 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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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从空间均衡的逻辑出发，提出如果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方式来治理城市病，那么城市的

增长、宜居、和谐三个目标就不能同时实现。实证结果发现，人口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严重的污染和拥堵问
题。因此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不仅无法有效地治理城市病，还会带来社会的不和谐。现实中，规划、人口流动
障碍、土地政策带来的扭曲，导致中国最优城市规模低于潜在水平。文章认为，如果在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可以使潜在的最优城市规模扩大，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
居与社会和谐三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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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城市化
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市场力量表现为，每个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选择在不同的地点就业和

居住，人口流动最终会达到空间均衡。
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城市人口增加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高房价、污染和拥堵等“城市病”，因而

在政策上会形成以控制人口数量来治理城市病的思路。本文将从理论上说明，增长、宜居、和谐是城市
发展的三个目标，在空间均衡的机制作用下，如果控制城市人口，将出现增长、宜居、和谐这三个目标之
间的矛盾。即使控制城市人口能够减缓城市病，我们也需要从实证上考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病之间
的关系。如果控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严重，而城市病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强，那
么通过控人来缓解城市病就将是得不偿失的决策。大量研究已经显示，人口集聚能通过规模经济效应
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陆铭，2017) ，同时户籍制度、公共服务歧视等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和谐( 陈钊、陆铭，
2016) ，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城市人口规模与污染、拥堵之间的关系。
当人口流入城市同时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时，就会在理论上涉及最优城市规模。然而，本文将

指出，在供需错配的土地政策、人口流动障碍、规划滞后等约束条件下，大家在实证研究中看到的最优城
市规模是低于潜在的最优城市规模的，因此，必须从供给侧对导致大城市规模不经济的因素进行检讨。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说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能够使城市人口在接

近潜在最优规模的路径上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城市宜居三个目标的共赢。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二部分分析人口流动的空间均衡以及控制城市人口政策的后果; 第三部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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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污染和拥堵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的证据，说明由人口规模本身带来的城市病并不严重; 第四部

分讨论最优城市规模研究中的一些误区，并分析土地、户籍、规划等一系列政策对城市规模不经济的影
响，提出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城市宜居三个目标共赢的城市发展路径; 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人口流动的空间均衡与“三元悖论”

关于城市病的治理是控人还是治病，我们先从一个小模型开始思考，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空间均衡

模型。城市化无论是从农村进城，还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或者反过来，其实都是人的选址问题。而选
址最基本的逻辑就是，只有当流动人口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生活效用都一样时，流动才会停下来。这
个状态，我们称之为空间均衡。我们用下面的简化模型来刻画这个过程:

F( T)
P － U = A( U) U

αK1－α

U ( 1)

F( T)
P － U = A( U) K( )U

1－α
( 2)

模型( 等式 1) 左半边可以理解为农村，右半边可以理解为城市，左右两边经济的差别在于它们的比
较优势有区别。左边区域偏向于发展资源受限产业，产出记为 F( T) 。其中，T 代表这个行业制约 GDP
增长的要素，比如说对于农业来讲代表土地，对于旅游业来讲代表风景、客流容量，对于资源行业就代表
拥有的自然资源，这些产业的总产出( 分子) 很难增加。分母中的 P 代表总就业人口，U 代表城市就业
人口，P － U就是在农村的就业人口。等式左边就是一个农村的人均收入，同样，左边也可以理解为一个
小城市的人均收入。右边则是现代经济，可以理解为一个城市( 相对于农村) 或者大城市( 相对于小城
市) ，这个现代经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生产函数表示。A 代表技术水平，A( U) 表示存在规模经济，随着
就业人口增加，这个城市的技术水平可以不断地提高。技术 A乘以由劳动 U的 α次方和资本 K的 1 － α
次方形成生产函数，再除以城市总就业人口 U，右边的式子就代表现代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将等式
( 1) 的右边式子做一个简单的数学变换就变成了等式( 2)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右边城市的人均收入
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技术水平，二是人均资本量，它们驱动这个城市( 地区) 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地提

高。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人均资本量，两者的增长都是无限的，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在空间均衡模型里，人可以自由选址。等式( 1) 左边地区的经济总量、人均收入都受到核心投入品

T的制约，但是右边地区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左边地区如何提高收入水平，让两边
保持等式( 1) 的结果? 只有左边地区不断地减少劳动力( 分母) 。而这个不断减少分母的过程就是 U不
断变大、P － U不断减少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只有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才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收
入水平。如果把这个模型理解为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则只有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才可以让
小城市和大城市的人均收入趋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截止到目前，人类发展的现状和规律都是农村居
民不断向城市集中，小城市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同时，我们特别强调，在这个人口不断集中的过程
中，恰恰是人口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人均意义上是均等的。
但是，并不是说上述人口集中过程是无成本的。如果我们考虑人口不断向右边地区集中的成本，那

么模型( 1) 右边需要减去成本 C。这个成本也与人口相关，人越多成本越高。如等式( 3) 所示:
F( T)
P － U = A( U) K( )U

1－α
－ C( U) ( 3)

这里的成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制度成本，比如户籍制度就会使人口
流入到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 时承担受制度歧视的成本。另一种与城市治理有关，在技术水平、管理水
平给定的情况下，等式右边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加会出现高房价、污染、拥堵等问题，以至于在该城市生
活，虽然收入水平更高，但是必须承担更高的房价，更严重的污染和拥堵，实际生活质量并没有那么高。
这两个成本都在调节空间均衡状态，也决定了有多少人愿意迁移到城市或者是大城市去。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但是只要这个模型所揭示的规律存在，我们就会发现，在控制人口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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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思路之下，将存在一个城市发展的“三元悖论”，即如果要控制城市人口，以下三个目标就不可能同时
实现。这三个目标同时也是调节人口流动的机制: 第一，增长，如果等式右边所代表的城市没有经济增
长，那么人口就不会流到右边城市; 第二，宜居，如果一个城市不搞宜居建设，放任城市拥堵和污染，或者

不建足够的房子，任房价高涨，它也会减少人口流入; 第三，和谐，如果增加制度成本，加大歧视，也可以

减少人口流动，但是社会和谐就无法实现。城市在受到空间均衡的力量作用时，在增长、宜居、和谐这三
个目标中的任何两个已经实现的情况下，如果要把城市人口控制住，就必须放弃第三个: 等式右边所代

表的城市没有增长从而减少人口流入; 不宜居也可以减少人口流入; 如果城市既需要增长，又想要宜居，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还想减少人口流入，那就只有增加制度成本，那么社会和谐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而

且这样做牺牲了平等和公正，是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另外，我们需要特别强调，通过行政手段
来控制人口，结果一定是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或者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如果潜在的流动人口是农
村贫困人口的话，那么，他们流动到城市工作就可以脱贫。反之，如果流动到城市的制度成本巨大，就需
要加大扶贫的力度。

三、人口规模导致的城市病并不严重

虽然城市人多会带来城市病，但是实证结果显示，由人口增加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并不

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这也意味着，如果等式右边所代表的城市经济有增长，而人口增加带来的成本
并不高，那么，如果要控制人口，城市必须极大地增加制度成本。其实，城市人多真的会带来很严重的城
市病，就不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了。
首先，对于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多加剧污染。我们收集了中国城市

层面的污染数据，用八个指标代表，分别是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化学含氧量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
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 烟) 尘排放量、生活废水排放量、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生活粉
( 烟) 尘排放量。这八个指标除了生活废水与人口规模正相关，且比较显著之外，其他几个关系都很弱，
且相关系数不大。生活废水一定与人多有关，但是即便如此，相关系数也只有 0. 85，即人口增加 1%，生
活废水增长 0. 85%，说明生活废水的排放有规模经济。这意味着同样的一个人，在保持生活水平不变
的情况下，居住在大城市时生活废水排放反而是更小的( 郑怡林、陆铭，2018) 。
更重要的是，上述内容展示的仅仅是两个变量的简单相关性，如果在回归方程里控制城市 GDP 和

产业结构等指标，人口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便全部都不显著了，包括生活废水排放量。也就是说，即
使我们看到人多会增加生活排污，其实也是因为人多的地方 GDP 的总量更大，在模型中已经包括人口
规模的情况下，GDP总量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是它带来了污染排放，而不是人口数量( 郑怡林、陆铭，
2018) 。人多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是一个大家脑子里存在的并不正确的假象。
其次，我们常常觉得城市人多会带来拥堵，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带来的拥堵并非如此严

重。首先，我们看通勤时间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通勤时间综合了通勤距离与交通拥堵的影响。我们
采用“2010 年全国城镇住户基本情况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出来的每个城市的上班平均通勤时间来度量
通勤时间，为了便于与美国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用城市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来表示城市人口规模。通
勤时间与人口规模的拟合线非常平坦。大城市的确人均通勤时间更长，但是即使一个城市的人口翻一
倍，人均通勤时间也仅仅增加 2. 23 分钟( 李杰伟、陆铭，2018) ①。这个系数在美国也几乎是一样的，为
2. 2 分钟( Anas，2014) 。
如果单独看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也非常相似。我们用高德公司发布的拥堵延时

指数代表交通拥堵，采用 2016 年三季度到 2017 年二季度日均拥堵指数计算的平均值。拥堵延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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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方法为上下班高峰时期“出行旅行时间 /自由流旅行时间”，比值越高说明拥堵越严重①。我们用
就业人口总数表示城市人口规模。拟合线同样很平坦，系数只有 0. 041，意味着就业人口增加一倍，拥
堵指数只增加 98 个主要城市拥堵均值的 2. 5% ( 0. 041 ÷ 1. 64) 。即是说，如果平均而言，一个城市同样
路段的通勤时间在拥堵时期是非拥堵时期的 1. 64 倍，那么，即使就业人口翻倍，这个倍数也仅仅增加到
大约 1. 68 倍( 李杰伟、陆铭，2018) 。而且图中出现了三个高点———济南、哈尔滨、北京，如果把这三个
“奇异点”拿掉，这条线将变得更加平坦。由此可以推断，济南、哈尔滨、北京的拥堵一定是由别的原因
导致的，如果把拥堵都归结到人多这个问题上，并且大幅度减少城市人口数量，并不能减少多少拥堵。
出现拥堵的大城市要找各自的原因，这就需要具体研究城市的特征。比如济南是一个狭长形的城市，而
且为了保护地下泉水，至今没有通地铁。北京则是出现了严重的职住分离、公共服务与居住分离、道路
设计不合理、汽车数量未及时控制等诸多问题。同时，这几大城市都是首都或省会，有大量短期商务人
口，加剧了通勤需求。每一个城市的拥堵有每一个城市的具体原因，当把这些问题简单归结为人多的时
候，可能已经找错药方了。通过控制人口去治理城市并不能有效地缓解拥堵，只会增加社会不和谐。

四、城市的供给短缺和并未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

当人口流入城市同时会带来正效应和负效应时，就会涉及最优城市规模的问题。理论上，一个城市
因为人口规模扩大，会同时出现由于规模经济带来的正效应和由于污染、拥堵等问题带来的负效应。人
口规模扩大初期，正效应超过负效应，劳动生产率上升。但是，随着人口规模继续增加，规模经济的边际
收益递减而污染、拥堵的边际成本递增，两者相等时劳动生产率到达顶点，这时城市达到最优规模。到
达顶点后，随着人口规模继续扩大，负效应增加的速度超过正效应增加的速度，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城

市规模超过最优值。欧振中与亨德森就曾指出，城市最优规模不是给定值，而是和产业结构相关，当一
个城市的服务业比重提高时，城市最优规模是上升的( Au ＆ Henderson，2006) 。因为服务业在发展的过
程中更加需要人口集聚带来的正效应，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同时服务业是环境友好的，

碳排放少，所以人口规模带来的坏处下降。就要求有一个更大的人口规模与城市的产业结构相适应。
如果用中国的数据来拟合城市规模的倒 U型曲线，会发现中国城市人口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刚好

就是倒 U型的( 王小鲁、夏小林，1999; Au ＆ Henderson，2006; 柯善咨、赵曜，2014; 陈杰、周倩，2016; 王垚
等，2017) 。于是，一些学者得出结论，支持对“超过最优规模”的超大城市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但是，
这类研究忽视了很多重要的问题。首先，研究发现，大城市的幸福感比小城市更高( Jiang et al. ，2012;
孙三百等，2014) 。其次，即使考虑了物价、房价的因素，大城市的实际收入仍然比中小城市更高( 高虹，
2014) 。基于前文所述的空间均衡逻辑，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城市有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幸福感，吸引了
更多人口流入。但它也同时说明，所谓的超大城市，规模并没有太大。
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不考虑供给侧的因素，直接将中国的数据用于拟合城市规模最优理论，将

得到误导性的结论。虽然我们见到了城市规模的倒 U 型曲线，但是利用中国的数据拟合时，我们看到
的不是图 1 中的这条实线———我们称之为“潜在最优城市规模曲线”，而是下面的这条虚线。因为中国
的大城市历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规划远远滞后于实际人口增长。并且，即使在规划的人口目标之
下，很多公共服务也是根据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来提供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教育。当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都按照人口规划提供，而规划又严重滞后于实际人口增长的时候，在每一个实际人口规模水

平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缺都会使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更低，所以，我们看到的最优城市规模曲线

是下面这条虚线。
超大城市的规划往往滞后于实际。以上海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末制定过一次 2020 年规划，当时规

划的人口是 1850 万，而今天还没到 2020 年上海已经有 2400 多万人了。虽然常有人说“总规”并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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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 http: / / report. amap. com / index. do。



图 1: 现实与潜在的最优城市规模

约束力，历史上都是被突破的，但是，“总规”公布以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往往都是按照“总规”中的人
口规划的。如果人没有控制住，但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控制住了，我们就会在城市里到处看到由于人
口事先没有被准确预测而留下来的城市管理后遗症。比如上海的地铁 6 号线，车体短而窄，几乎开通第
一天就开始拥挤，这不能不说与规划滞后是有关系的。
图 1 中的两条曲线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如果我们只想到图 1 中的虚线，用中国的数据拟合后，

相应的城市最优规模是 A，此时如果超大城市在 N，政策导向就是控制超大城市人口，图 1 中对应的就
是从 N往 A 走。但是如果将图 1 中的虚线和实线结合起来，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径，一方面增加公共
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让虚线往实线走，与此同时 N 往 O 走。此时，城市不仅有了经济增长，而且因
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都在增加，尽管人口增加，城市的宜居程度也是提高的。城市的短缺问题得到解
决，社会和谐也达到了，不需要有歧视性制度，不需要控人。换句话说，城市发展的三大目标，效率( 或者
是增长) 、和谐、宜居可以同时实现。相比之下，如果采取从 N到 A的路径，似乎可以通过控制人口减少
城市病，但是增长没有了，和谐也没有了。最近有文献证明，当城市在供给侧加以改善时，城市最优规模
的倒 U型曲线就可以往右上方移动( 王佳，2017) ，与刚才的理论推断完全一致。
除了人口规划滞后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导致最优城市规模低于潜在水平，这些因素表现为中国城市

化和城市发展中的各种扭曲。第一，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由中央配置，而土地的用途是由城市规划决
定的。中国在 2003 年之后，在人口流入地有意识地收紧土地供应量，同时，大量的土地供应给人口流出
地工业园的建设( 陆铭、向宽虎，2014) 。土地内部用途方面，即使住宅价格昂贵，地方政府仍然更加愿
意相对多地提供工业用地和商业地产，因为后者可以带来持续的税收增长，前者只能一次性收取住宅用

地的土地转让费。城市出现工业用地开发密度低和商业地产过剩，而住宅相对不足，按照市场逻辑就应
该改变土地用途，但是既有的制度不允许①。第二，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挂钩，劳动力流动
事实上不够自由，结果出现了东部地区劳动力短缺。当人口流入受限，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受限的
时候，会使得高技能劳动力的辅助岗位或生活服务供给不足，制约生产率的提高和城市发展( 梁文泉、陆
铭，2015) 。通俗地说，你越是制约低技能劳动力，他的劳动成本就越高，结果，那些高技能劳动力本来可
以雇保姆打理生活，剩下的时间去学习或者工作，但是当低技能劳动力短缺的时候，高技能劳动力只能

自己带孩子，自己做饭，劳动生产率就下降了。同时，户籍制度严格的地方还损失一块消费，因为外来劳
动力人口即使在城市里挣钱，但长远来看未来还是要回家乡居住的，他们就会减少在所在城市的消费。
当地的消费会因此而减少，进而会影响当地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并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损失( 梁文

泉，2018) 。第三，国家补贴中西部，给中西部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转移支付。但是，越是补贴中西部，
劳动力越是滞留在生产率较低的家乡，越不倾向于到发达地区工作，结果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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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显示，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
土地使用年限和容积率不变，土地用途调整为居住用地，调整后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应当按照居民标准执行。但是除了 2018 年 1 月 5 日，
上海市召开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联席会议显示上海除了将推动商住同权、商改住的发展之外，相关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快( 陆铭等，2015) 。第四是规划和管理的问题。除了上文所讲的地方政府相对更愿意提供商业地产，
而不愿意提供住宅之外，北京和上海还在做人口疏散，因为我们通常觉得交通拥堵是市中心人口太多导

致的。结果，北京、上海越是疏散市中心人口，越会导致居住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分离，以及居住和就业岗
位之间的“职住分离”问题( Chen et al. ，2017; Lu et al. ，2017) 。这些问题是由不当的规划和管制所导致
的，不是因为城市人口太多。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规划的原因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城市的人口政策，而这几个原因都是站

不住脚的。一是关于上海的土地开发强度问题。在上海有一个广为引用的数据，即“上海建设用地总规
模已达到陆域面积的 46%，远高于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 20% ～30%的水平。”①它被用来说明
上海土地开发强度太高，应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我们查阅到这个数据的来源，发现纽约和新加坡的土
地开发强度是表示没有信息的横线; 香港的土地开发强度是 21%，但是香港大约 70%是山地，与上海不
具有可比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其土地开发强度为 29%，对应的是 1350 万人口②。事实上，1350
万人是指东京都人口，而东京都仅仅相当于上海三分之一的面积。从都市圈面积可比的角度，地处人口
大国的上海如果往都市圈方向发展的话，适合的比较对象是东京都市圈。以上海 +苏州为例，行政面积
为 14997. 5 平方公里，与东京都市圈面积 13373 平方公里相当。从我们计算的数据来看，东京都市圈的
土地开发强度( 建成区 /行政面积) 为 33. 56%，高于上海 +苏州的“上海都市圈”23. 5%的水平( 上海 +
苏州的建成区面积 3529 平方公里 /总面积 14997. 5 平方公里) 。这里的苏州仅计入了市区建成区面积，
即使将下辖县级市的建成区全部计入，也仅使“上海都市圈”的开发强度提高到 25. 5%。如果我们做一
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不考虑上海周边是平原，而东京西边是山区，假设以上海加苏州的面积作为上海都

市圈的范围，如果土地开发强度和东京都市圈一样( 33. 56% ) ，上海都市圈的建成区面积可以达到
5033. 16( = 14997. 5 * 33. 56% )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可以增加 1504 平方公里( 5033. 16 － 3529 =
1504. 16) 。这将极大地缓解住房等建设用地的供应压力。
二是关于北京的“以水定城”。北京市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北京从 2001 年到 2015 年人口增长

60%，GDP几乎翻了 7 倍多，但北京全年供水总量是下降的。为什么用水会下降? 因为工业用水大幅度
下降，农业用水也大幅度下降，这两个都是用水大户，同时北京地下水开采量也正在大幅下降。目前，北
京的水大量来自南水北调，再生水的数量比南水北调的水更多，这说明用水的量和结构是技术和管理的

问题。我们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假设目前北京的用水总量不变，也不考虑未来还有可能海水淡
化———其实海水淡化成本仅略高于北京的自来水价格———就目前水的总量，如果北京不发展农业，按当
前北京居民的人均用水量，北京农业用水量就可以再容纳 800 万人。也就是说，即使认同北京的水总量
不能增加，仅以目前的水来“以水定城”，那么科学的结果应该是北京可以容纳 3000 万人口，更不要说
未来可以运更多的水进来，可以有海水淡化，可以有节水技术，可以让水价涨一点，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三是关于超大城市存在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超大城市有些公共服务( 主要是中小学教育) 并没

有按照常住人口规划，这种短缺完全是由供给方造成的。从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中小学
数量是在下降的; 中小学的招生人数曾经一度上升，但是自 2013 年提出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后也是
下降的。当学校和招生人数都在下降时，我们不能把超大城市存在教育资源的短缺作为控制人口的理
由。现实的情况是，即使企业愿意提供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愿意开办学校，地方政府也不允许。这样
做的后果是，今天大城市在制造留守儿童。根据魏东霞的估算，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贡献了中国留守
儿童数量的五分之一③。这里是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既存在大量对外来人口的需求，同时也应该最有
责任和义务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做得非常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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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 》。
参见《求索超大城市创新转型发展之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感谢魏东霞提供数据。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图 2: 北京和上海的中小学数量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图 3: 北京和上海的中小学招生数量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有病治病，无需控人。出现城市病，不需要把病和人一起清理掉，治理即可。而
且，根据前文的逻辑和数据，当我们没有看到人口规模和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些问题有非常强的关系
时，恰恰说明这些城市病是可以治理的，虽然不能完全消除。相反，正是因为人口规模和交通拥堵、环境
污染这些问题没有非常强的关系，如果强行控制人口，可能城市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使城市牺牲

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因此，本文提出几条政策建议，以有效地缓解城市病，破解城市发展的“三元悖论”，实现发展、宜

居、和谐三个目标的共赢:
第一，更为科学地预测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为此，应打破城市“承载力”的传统思维，抛弃武断的

人口数量控制目标，而代之以更为科学且柔性的人口预测数量。
第二，以科学的实有人口规模预测为基础分配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并根据实际需要动态调整土地供

给总量，适度允许土地用途动态调整。土地用途调整应该以市场信号为引导，适度允许工业用地、商业
用地和住宅( 包括租赁住房) 用地之间的相互转换。
第三，以科学的实有人口规模预测为基础，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的数量和结

构，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同时缓解城市病。在融资方面，允许民间资本进
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领域，为外来常住人口提供更为平等的公共服务，特别紧迫的是，应允许外

来人口随迁子女在父母所在城市就学。
第四，逐步降低大城市人口落户门槛。各种技能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在城市中工作，那么他们就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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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应该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当前一些城市将落户机会与教育水平挂钩，这在本质
上仍然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给予歧视性待遇的做法。未来应逐步降低人口落户门槛，直至取消教育水平
的要求，这也是实现公正平等的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大城市的必须。
第五，通过市场和政府多种力量，共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安居条件。在城市中，低成本居住场

所既是很多新流入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栖身之所，也是创新创业的孵化器。因此在不妨碍城市发
展的前提下，城市应该为低收入群体保留一些原本合法的建筑，无论是老旧建筑还是地下室。同时，需
要通过建设保障房、廉租房等为城市新移民创造低成本居住的安居条件。这一做法也有利于保持城市
活力，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提升城市竞争力。
最后，对城市治理，本文还需要强调两个基础的问题: 第一，人口流动恰恰反映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这个人口不仅包括本地户籍人民，还应该包括全体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人为定义
的，而是由人民用脚投票选出来的。第二，人口流动现象反映的是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
政府是要更好地使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应该科学决策，与市场的积极力量一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努力工作的目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符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只有充分认识到上述问题，才能够理解全球范围内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机理，以及世界各国治理城

市病的政策思路。也只有在理论和国际经验的指引下，实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才能在城市治理中有效地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实现经济增长、城市宜居和社会和谐三大目标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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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 term Anti － corruption Mechanism and Curbing
Corruption at the Source: An Analysis from the

Angle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Yin Yinpin ＆ Yan Shengli
(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laborate on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and re-
veals the inherent mechanism between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 － term anti － corruption
mechanism from the micro － individual and the macro －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It concludes that promoting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curbing corruption at the source． It also further combin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15，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corruption control effect of China＇s current anti － corruption mechanism in which“people
cannot become corrupt，dare not become corrupt，and will not become corrupt”through the dynamic differential GMM estimation
metho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anti － corruption mechanism in which“people cannot become corrupt”is weaker;
the mechanism in which“people dare not become corrupt”plays a stronger anti － corruption role; the mechanism in which“peo-
ple will not become corrupt”exerts certain effects on curbing corruption． Therefore，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mote state govern-
ance modernization and build up a long － term anti － corruption mechanism with the function of addressing corruption at the
source． These findings exp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gnition of corruption prevention．
Key words: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Long － term Anti － corruption Mechanism; Corruption Control Effect; Dynamic Dif-
ferential GMM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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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ing Urban Diseases: How to Achieve Growth，
Livability and Harmony?

Lu Ming1，Li Jiewei2 ＆ Han Libin1

( 1．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

Abstract:We conclude from research based on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that if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cure urban diseases by
controlling urban population，the three aims in term of growth，harmony，livability could not be achieved simultaneously． Mean-
while，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 larger population scale in city does not lead to serious pollution and congestion． This means
that controlling population does not relieve urban diseases efficiently，but undermines social harmony． On the other hand，the op-
timal city size estimated with data of Chinese cities，which we often make use of，is always below the potential size because of dis-
tortion from city planning，migration barriers and land policy． And if we implement supply － side reforms to improve urban infra-
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as well as help the migrants to be integrated into urban society，the cities will move toward the po-
tential scale，and all three aims of growth，harmony，livability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Spatial Equilibrium; Economic Growth; Urban Livability;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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